
在西方汉学界，刘若愚较早系统地参照西方的

“再现”理论对中国文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架构。
他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Literary Theory）写于

1975 年，是第一部用英语写成的全面介绍中国文学

理论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刘若愚以艾布拉姆斯的

四要素为理论落脚点，同时又结合中国古代文论的

特点加以了改造。从构建系统性的世界性文学理论

的立场出发，刘若愚把中国古代文论分成了“形上理

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

论”和“实用理论”六大块。刘若愚关于形上理论、决
定理论和表现理论的论述最具中西比较的眼光，而

且渗透着对于西方文艺理论中关于模仿等再现理论

的独到理解。其中，刘若愚在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

“形上理论”最能够“提供与西方理论做最明显最有

提示性之比较的特点”[1]177。有的学者在研究刘若愚

的《中国文学理论》时认为，刘若愚在对艾布拉姆斯

圆环图表的改造中，“取消了作品与世界之间的直接

连线，也就取消了‘模仿理论’”[2]，而取消了中国文学

中的“模仿理论”，是一个重大的失误[3]。对此，美国学

者威廉·汤普森（William F.Touponce）认为：“刘若愚

认为中国本身的文学传统并无模仿的理论，乃是另

一套文学理论———文学要体现‘道’。此见解来得奇

怪，因为根据刘氏，‘对往后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国

的特殊贡献最可能来自此一理论’。但是，这个‘中

国特殊的理论’只能以一种与西方的拟仿理论不同

而且互相排斥的方式，才能为世人所理解。依西方

晚近发展的模拟论述来看，这些说法不无可议之处。
据个人的浅见，拟仿乃世界文学之共通现象。”[4]以

上的批评并不符合刘若愚思想的实际。这实际上已

经涉及到了两个问题，第一，刘若愚是不是否定中国

文论中存在模仿理论；第二，刘若愚形上理论的内涵

究竟是什么。

一

虽然我们在《中国文学理论》这本书中找不到刘

若愚任何关于模仿和再现的直接表述，但这并不就

意味着刘若愚否定模仿甚或再现理论在中国文学理

论中的存在和影响。林理彰认为，刘若愚不直接借

用西方模仿理论的原因在于“他从来没有仅仅采取

西方批评家的观点和方法并全盘套用到中国文学

上，相反的，他提出了融这些西方批评方法与中国传

统内在方法于一体的批评理论实践体系”[5]。其实，

刘若愚参照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理论构建中国文学

理论框架时，对于艾氏所明确指出的西方文论的“模

仿理论”和“客观再现理论”不可能视而不见。刘若

愚在他《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已经明确标明了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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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直接谈论模仿理论的态度，他认为：“决定论的

概念，正像形上概念和模仿概念，主要地集中在宇

宙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或称艺术过程的第一阶段。
可是它与形上概念不同的是，它将宇宙视同人类社

会，而不是遍在的道；与模仿概念不同的是，它认定

作家对宇宙的关系，是不自觉地显示而不是有意的

模仿。”[1]129 这实际上说明，刘若愚虽然抱定了建立

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感”的世界性文学理论的信

念，但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文学为旨归的“语际批

评家”，刘若愚自觉地采用了一种跨文化的态度，他

一直在努力找寻中西诗学的契合点，力求找到一种

能够跨越历史和文化区别的共性。刘若愚认为，中

国诗学中并不是缺乏西方所谓的模仿和再现理论，

只是表述方式和理解取向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已。他

认为一个理论家“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

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或者

某种‘更高的世界’（higher reality），或者别的？这个

问题必须提出，因为不知道‘宇宙’之所指，我们可

能无法区别那些集中在第一阶段而基本上相异的

理论。”[1]15 中国传统的理论家和西方的理论家最大

的区别可能就在于“两个都专注于第一阶段，而且

都认为宇宙即人类社会，可是其中一个可能认为作

家自觉地（consciously）描写当代的社会现实，而另一

个可能认为作家不自觉地（unconsciously）反映这种

现实”[1]15-16。刘若愚并没有如詹杭伦和黄庆萱等学者

所指的那样“取消了‘模仿理论’”，只不过他把源自

于西方语境的模仿放在了东方的语境下予以了重

新阐释罢了。可以确定的是，刘若愚在对于中西诗

学共性的找寻过程中，首先十分清醒地看到了存在

于中西文学理论之间的哲学和理论差异，他实际上

已经把其对于西方再现理论的理解糅合进了对于

中国形上理论的体悟之中了。他认为，中国人的宇

宙和艾布拉姆斯所说的那种宇宙的内涵有着很大

的差异，中国人也模仿宇宙，但中国人的宇宙是一

种能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理解和把握的概念，是和

中国哲学中对于道的理解相合为一的。

二

“至于宇宙、作家和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西方的模仿理论中，诗人或被认为有意识地模仿

自然或人类社会，如亚里士多德派和新古典派的理

论，或被认为是神灵附体，而不自觉地吐出神谕，一

如柏拉图在《伊安篇》（Ion）中所描述的。可是，在中

国的形上理论中，诗人被认为既非有意识地模仿自

然，亦非以纯粹无意识的方式反映‘道’———好像他

是被他所不知而又无力控制的某种超自然力量所

驱使的一个被动的、巫师般的工具———而是在他所

达到的主客观的区别已不存在的‘化境’中，自然地

显示出‘道’。在形上观点看来，作家与宇宙的关系

是一种动力（dynamic）的关系，含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是：从有意识地致力于观照自然，转到与‘道’的直

觉合一。”[1]73 刘若愚“取消了‘模仿理论’”并不是他

的盲视，恰恰是他作为一个语际批评家保持的一种

学理上的清醒。刘若愚用中国哲学的形上理论

（metaphysical） 置换掉了西方哲学中的模仿理论

（mimesis），并不是在“暗示模仿的概念在中国文学

批评中完全不存在，而只是说它并没有构成任何重

要文学理论的基础”[1]74。刘若愚认为，在中国人的哲

学观念里，“道可简述为万物的唯一原理与万有的

整体”[1]20。他举例认为，《易经》的《贲卦》（commentary

on the decision）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中将“天文”（configurations of

heaven）和“人文”（configuration of man）作为模拟，分

别指天体和人文制度，而此一类比后来被应用到自

然现象与文学，被认为是“道”的两种平行的显示。
刘若愚举的另一个自然界与人类世界模拟的例子

是《革卦》中的《象传》（commentary on the images），他

认为，“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

也”本身即可被认为是为了显露宇宙之道。恰恰是

从这种理念出发，他进一步指出，《乐记》“乐者天地

之和”说明音乐是用以反映天地之和谐；《纬书》的

“诗者天地之心”所涉及的大宇宙、小宇宙、阴阳五

行以及星辰征兆等，已经成为了一种模拟的传统为

后世的诗人所继承。刘若愚接下来分别列举了中国

古代文论中阮瑀、应珣、挚虞、陆机、刘勰、萧统、萧
纲、谢榛以及王夫之的相关主张，认为后世的中国

文学理论中无论是阮瑀《文质论》所言的“盖闻明而

丽天，可瞻而难附；群物着地，可见而易制”，还是应

珣的“圣人合德天地，禀气淳灵，仰观象于玄表，俯

察式于群形”，都是一种诉诸于宇宙哲学的模拟。刘

若愚认为虽然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中的“文章

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

万物之宜者也”和陆机《文赋》末段所言“伊兹文之

为用，固众理之所固，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

津”都提到了文学的实际功用问题，但他们更为强

调的是对于宇宙原理的显现。可见，刘若愚对于中

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关于再现和模仿的认识都是在

中国形而上的宇宙哲学的框架内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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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论述精辟，是中国

文艺批评最权威的典范论著，该书全面总结和阐

释了文学原理、文体、创作、批评等问题。在参照西

方的再现性理论架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时，刘若

愚自然对刘勰的思想有所引介。在谈到刘勰和他

的《文心雕龙》时，刘若愚认为刘勰是中国古代文

论中比较明确地在自然与人“文”之间做出模拟的

理论家。“刘勰很技巧地利用‘文’这个字的多义性

（Polysemy），以强调文学与其他文学或纹饰间的模

拟。”[1]15-16 在刘若愚看来，刘勰着重阐述人“文”源
自宇宙之始的观念，并提及《易卦》作为对于“文”
之模拟最早的例子实际上说明刘勰已经“将文学

之‘文’与自然现象的形状的‘文’合而为一，因此

将文学的渊源追溯到宇宙的开始，而将文学提到

具有宇宙重要性的地位。他的观念取自《易经》与

其他古籍，而演变出宇宙秩序和人类心灵之间，心

灵与语言之间的多重互应的理论”[1]32。刘若愚根据

刘勰“傍及万品，动植皆文”、“人文之元，肇自太

极”、“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表述，总结

性地把刘勰对于宇宙（道）、作为作者的圣人以及

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见图 1）转化为了一个

环形谱系（见图 2）。虽然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

论》这本著作中并没有诠释刘勰“道”（宇宙）的意

义内涵，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出刘若愚从刘勰的《文

心雕龙》中推导概括出的这个环形谱系同样借鉴

于其对于艾布拉姆斯三角形关系图谱（见图 3）的

改造。现把这三个图谱分别罗列如下，以求一个明

确的对比。

刘若愚指出：“有些学者曾将艾布拉姆斯这一值

得称赞的图表应用于分析中国文学批评，可是我个

人的研究认为：有些中国理论与西方理论相当类似，

而且可以同一方式加以分类，可是其他的理论并不

容易纳入艾布拉姆斯的四类中任何一类。”[1]13 因此，

刘若愚把艾布拉姆斯的四个要素重新排列为环形图

谱后认为：“我所谓的艺术过程，不仅仅是指作家的

创作过程和读者的审美经验，而且也指先于作家的

创造过程和读者的审美体验，而且也指创造之前的

情形与审美经验之后的情形。在第一阶段，宇宙影响

作家，作家反映宇宙。由于这种反映，作家创造作品，

这是第二阶段。当作品触及读者，它随即影响读者，

这是第三阶段。在最后一个阶段，读者对于宇宙的反

映，因他阅读作品的经验而改变。如此，整个过程形

成一个圆圈。同时，由于读者对作品的反映，受到宇

宙影响他的方式的左右，而且由于反映作品，读者与

作家的心灵发生接触，而再度捕捉作家对宇宙的反

映；因此这个过程也能以相反的方向进行。所以，图

中箭头指向两个方向。”[1]14 在勾勒了刘勰的“道”、
“圣”和“文”之间的循环谱系后，刘若愚认为虽然刘

勰的文学概念是以形上理论为主，“逻辑上此一概念

不一定含有实用理论，可是在刘勰的实际讨论以及

他所引述的一些材料中，很明显地具有实用的要素，

不过这是隶属于形上的概念。一如他所描述的，圣人

之所以为圣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高超的品德，而

是因为他们对于自然之道的了解，而儒家经典之所

以为经典，并非因其叫人如何为人，而是因为他们以

美妙的语言具体体现了道”[1]36。
从刘若愚对于艾布拉姆斯谱系的两种改造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刘若愚的阐释框架中虽没有类似

于西方模仿论、客观论的位置，但明显地体现出了

他基于中国诗学经验的中西比较态度。刘若愚认

为：“刘勰作品中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理论间的矛盾

之处及其可能的解决，可以从分析他对作家心灵与

宇宙之关系的种种叙述中得到说明。”[1]185 他明确指

出，刘勰《神思》篇所论及的“积学”、“酌理”、“研

阅”、“驯致”四种活动实际上已经说明“作家与宇宙

间种种不同的关系以及所牵涉到的不同的精神过

程属于不同的经验层次”[1]187。刘若愚把这四个经验

层次根据其发生的次序依次概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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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阶段：作家累积知识和研阅经

验。这实指理性层次的经验以及写作的长

期准备。
2、交互阶段：外物刺激作家的感官，

作家以情感反映。这是指感性、情绪层次

的经验，以及写作前的时候。
3、感受阶段：作家保持心灵虚静，以

便感受宇宙之道。这是指静态的直觉，以

及写作瞬间之前的时候。
4、投射阶段：作家将本身的感情投射

到外物。这是指动态的直觉，以及写作瞬

间之前或写作过程之中的时候。
5、创造阶段：作家创造现实世界中不

存在的想象事物。这是指动态的直觉，以

及写作的时候。[1]187

刘若愚在这里较好地拉近了中国形上理论和西方

客观再现理论之间的距离，他实际上认为中国文论

对于“道”“性”等精神性范畴的理解和现实的经验

性模仿与反映并不矛盾，“因为一个作家在日常生

活中，可以从事于对于事物理性的研究以及对事物

的情绪反应，然后，就在他开始写作之前，心灵除去

平时的关注，以便准备与‘自然’发生直接的交会，

以及准备创造活动”[1]187。通过以上三个文学发生谱

系的对比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刘若愚并没有把中国

的形上理论和西方的模仿理论判然对立，而是有意

识地确立西方的模仿理论和中国的形上理论之间

的对应关系。“文学即宇宙原理的显示与文饰之言

的表象”[1]36。刘若愚并不是要通过中国的形上理论

去否定再现理论在中国文论中存在的可能，他把西

方的“宇宙”和中国文论的“道”的范畴相互联系，明

确体现了他对于西方现代文论中的世界 （world）与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宇宙（道）的平行对比倾向。在讨

论胡应麟的诗论时，刘若愚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

对比谱系：

1、在西方的模仿理论中：

镜子 = 作品或作家心灵

映像 = 宇宙的反映

2、在西方表现理论中：

镜子 = 作品

映像 = 作家心灵或灵魂的反映

3、在中国形上理论（严羽和谢榛）中：

镜子 = 作家心灵

映像 = 作品 = 宇宙之“道”的反映

4、在胡应麟的理论中：

镜子 = 作品的形式要素

映像 = 作品的超形式要素 = 宇宙

与作家心灵的反映[1]198

三

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语际批评家，刘若愚

并没有局限在自己所设定的中国传统文论形而上

的宇宙论框架之内，相反在 1972 年写的一篇题为

《中国诗中的时、空与自我》文章里，刘若愚以陶渊

明、骆宾王、陈子昂、李白、杜甫、李商隐、李贺、崔

颢、王维、韩愈、苏轼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为例，从时

间、空间以及自我之间的关联性的角度较为深入地

解读了中国古代诗人对于世界的理解，角度非常的

新颖。国内的研究者大多关注了刘若愚的《中国诗

的艺术》、《中国文学理论》等理论著作，除徐志啸在

《美国学者中国古代诗学特点评析》（《古代文学理

论研究》2009 年第 29 辑）中对《中国诗中的时、空与

自我》一文有所描述以外，这篇英语文章被更多的

国内学者所忽略。我认为刘若愚在《中国诗中的时、
空与自我》一文中比较好地把作为形而上的宇宙

（道） 转换成了中国诗歌中对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

意识的理解，将中西诗学对比中那种形而上的再现

转化为了现实功能和作用的理解，较好地实现了其

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之描写对象“世界（world）”由抽

象之“宇宙（道）”向现实世界维度的转换。刘若愚理

论中形上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冲突矛盾问题获得了

较好的解决。在这篇长达 19 页的论文中，刘若愚明

确指出他不是想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关于中国诗

学中的时间、空间和自我的问题，而是基于文学是

语言结构 （linguistic structure） 和艺术功能（artistic

function）相互重叠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艺术功能

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从作者的角度来说，是

作家通过创造对于现实的延伸（extension of reality），

从读者的角度来讲，则是对于想象世界（imaginary

worlds）的再度创造。因为想象的世界存在于想象性

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因此准确理解诗歌作品必须介

入诗人写作时的现实时间和空间，这样才能更好地

理解诗歌所呈现的世界（world）[6]。由此我们可以清

晰地看出，在具体的文论操作的层面上，刘若愚并

不是走着和西方文艺理论完全相异的路径，而是采

用了类似于艾布拉姆斯一样的关于世界 （world）的

理解。只是他从时间、空间以及自我三个角度对于

诗人写作时的世界和写成后的世界加以了层次性

的理解区分罢了。这篇文章里，刘若愚很少使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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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文章中广泛采用的“道”等形上概念，而是广泛深

入地进入了最具有现实性和经验性特征的“时间”
（time）、“空间”(space)以及“自我”(self)的讨论。这篇

文章写于 1972 年，而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原著

最早在 1975 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从时间的先后顺序上来看，刘若愚实际上是先形成

了关于中国文学现实时空反映的观念，才逐渐地进

入到对于中国诗学形上问题的理解的。
在这篇写于 1972 年的文章里，刘若愚几乎没有

涉及任何关于中国诗学的形上概念，而是更好地探

讨了主体自我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刘若愚的文章分

为“时 间、自 我 和 方 向 性”（Time, Self, and

Directionality）、“ 面 对 ”（confrontation）、“ 并 行 ”
（concurrence）、“时 间 视 野 和 空 间 意 象”（Temporal

Perspectives and Spatial Images）、“时间的空间化与空

间 的 时 间 化 ”（Specialization of Time and

Temporalization of Space）、“超 越 时 间 与 空 间”
（Transcendence of Time and Space）六个部分。刘若愚

是结合中国古诗的实例来对诗歌中的时间和空间关

系作阐述的，对中国古诗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作如

此辩证分析，无论在汉学家还是现今的中国学者群

体中都属少见。刘若愚这篇关于中国古诗创作中诗

人如何处理时间、空间与诗人自我关系的论文，比较

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古代诗歌中时间与空间的多种转

换与交叉互现，以及其与诗人自我的关系，使我们看

到了中国古代诗人的时空观在其诗歌作品中的具体

运用与多重表现，应该说是其“再现”思想的非常有

力的中国化佐证。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刘若愚首

先规定了时间、自我与方向（也即空间）三者可能产

生的各种关系并依此认为，通常意义上的现实关系

是通过空间术语加以界定的，所以我们在讨论时间

时会认为其就存在于我们的正前方，但是中国诗歌

中，诗人似乎更多地喜欢以置后或前移的角度讨论

时间，这就造成了中国诗人“面对”（confrontation）与

“并行”（concurrence）两种对待时间的态度[6]。第二部

分中，刘若愚分别以李白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

云》、李商隐《夜雨寄北》、韩愈《秋怀诗之一》以及陈

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为例从“自我静止，时间趋向自

我”（Ego static, time moving toward ego）———“弃我去

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自

我前行，时间静止”（Ego moving forward, time static）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

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时间和自我背向移动”
（Ego moving forward, time moving in opposite

direction）———“羲和驱日月，疾急不可恃。浮生虽多

途，趋死唯一轨”；“自我向后移动，时间静止”（Ego

moving backward, time static）———“前不见古人，后不

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几个方面讨

论了中国诗人反映现实时的时间角度。第三部分中，

刘若愚以苏轼的《别岁》和陶潜的《杂诗》之五为例，

把“共生”（concurrence）细分为“自我静止，时间从后

向 前 移 动”（Ego static, time moving forward from

behind）———“故人适千里，临别尚迟迟。人行犹可

复，岁行那可追？问岁安所之，远在天一涯。已逐东流

水，赴海归无时”与“自我和时间共同向前移动”（Ego

and time both moving forward）———“壑舟无须臾，引

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两种情况，分别

说明“自我感知时空的态度会影响一个人对于生活

的情感态度”[6]，直接决定着一个诗人反映现实的情

感取向。第四部分中，刘若愚标明了中国诗人“个人

的”、“历史的”和“宇宙的”（personal, historical, and

cosmic）三种时间视野，这三种视野于中国诗歌来说

既有独立呈现也有交叉存在的状态。刘若愚认为贺

知章的《回乡偶书》采用的是一种个人的时间视野，

陶潜的《咏荆轲》采取的是一种历史的时间视野，而

李贺的《浩歌》采取的则是一种宇宙的时间视野，杜

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二》采取的是个人和历史相结

合的时间视野，杜甫的《雨夜抒怀》和《赠韦左丞相》
采用的是个人和宇宙相结合的时间视野，骆宾王的

《渡易水送别》和李白的《夜泊牛渚怀古》采用的是历

史和宇宙相结合的视野。不同的时间视野决定着诗

人写作时采取不同的反映现实和表达情感的诗歌意

象。第四部分中，刘若愚认为不同于通常以前后这样

的空间术语反映现实关系，中国诗歌在时空表现方

面有着不一般的术语、意象和语法。王维《终南别业》
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前句是时间的空间

化———“行到”是时间的变化，而“水穷处”乃是空间，

后句是空间的时间化———“坐看”是空间，“云起时”
乃是时间的变化。而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

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

悠悠”，前两句是时间空间化，后两句是空间时间化。
无论是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中的“处”
和“时”，还是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

楼”中的“昔人”与“此地”，都包含着诗人对于时空关

系的体悟和认知，超越了反映现实时具体时空的界

限，不仅丰富了诗歌的意义，而且增强了文本自身结

构的复杂性（complexity）。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中，

刘若愚以李白的《古风十九首之十一》“黄河走东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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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

去，秋发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吾当乘

云螭，吸景驻光彩”为例，指出了一些中国诗人超越

现实时空的努力倾向。
在这篇文章中，刘若愚把诗人主体自我放置在

了错综复杂的时空环节中予以审视，实际上较为深

入地注意到了诗人对于客观存在的再现和反映问

题。刘若愚在讨论中国诗人的作品时保持了一种自

觉比较的态度，很自觉地比照了西方诗人类似的诗

句。为了能够明确差异，刘若愚在分别阐述以上多

种类型的时间、空间与自我关系的中国古代诗词作

品时，还相应地分别列举了西方诗人类似的诗句，

以作比较对照。例如在谈到李白的———“弃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所展

现“自我静止，时间趋向自我”问题时，他援引了法

国诗人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 ~1918）

《米拉波桥》中的“钟声其响夜其来，日月逝矣人长

在”加以比照。谈到“自我静止，时间从后向前移动”
时，刘若愚举了西方人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两句诗“但我总听到身后有隆隆的声音，

时间的飞车正在奔驰，步步逼近”说明两者观念的

相印合处。又如，谈到“自我和时间共同向前移动”
时，举了西方人埃米莉·迪肯森（Emily Dickinson）的

相似诗句：“时间之流奔泻而下，我们没有一支桨，

就被逼着起航。”[6]

四

作为最早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汉学

家，刘若愚的诗学思想和理论主张对同一时期乃至

其身后的汉学家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继刘若

愚之后，欧阳桢 （Eugene Eoyang）、余宝琳（Pauline

Yu）、宇 文 所 安 （Stephen Owen）、苏 源 熙 (Haun

Saussy)、林理彰 （Richard Lynn）、叶维廉（Wai-lim

Yip）等汉学家都敏锐地注意到了“再现”问题，并藉

此探讨了中西诗学“再现”文论观的哲学性差异。林

理彰对他的老师刘若愚的努力多有赞赏。他认为：

“目前为止，以艾布拉姆斯理论为基础对中国传统

诗学理论进行最深入分析的，是刘若愚 （James Y.

Liu）的《中国的文学理论》。”[7]和林理彰的激赏态度

不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叶嘉莹教授对

刘若愚这种参照西方理论构建中国文学理论的努

力持一种明确的保留态度。她认为在接受现代西方

理论的同时应当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持一种批判

态度，在援引西方范畴解决中国诗学系统化问题时

应该警惕两种文论传统之间的观念落差。“中国的

民族似乎一向就不长于西方之学科推进的思辨方

式。这样说虽似乎有些武断，可是我们只要对中国

语言的特征加以反省，便可知道这话乃是可信的，

因为语言的组合方式也便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具体

表现。……再则中国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特征，那

便是重视个别的具象的事物而忽略抽象的普遍的

法则。……总之，中国人忽略客观的抽象法则之建

立，乃是中国文学批评缺乏理论精严之著述的一个

重要原因。”[8]叶维廉（Wai-lim Yip）在《地域的融合：

中 西 诗 学 对 话》（Diffusion of Distances：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中将艾布拉姆

斯的理论进行了最为详尽的补充和调整，在艾氏的

四要素框架之中附加了一些他认为必要的元素。
如：在“世界”中附加了“物象、人、事件”；在“世界”
和“作者”之间，增加了“A 观感运思程式的理论、呈
现美感对象的理论（主观客观世界）、作者对象的确

立 / 作者心理组织”；在“作者”与“作品”之间，增加

了“B 由心象到艺术呈现的理论：1）艺术对自然、2）
现实的选择、3）形式的配合心象、4）媒介理论、5）语

言策略（修辞、风格、角度），另外有 a 文类、b 技巧、
布局”；在“读者”与“作品”之间，增加了“C 传达目的

与效用理论、传达方式（修辞、风格、角度）、接受美

学理论、诠释学”；而在其所增加的这两个层面中，

采用了“主观的、共通性”加以横向连接；在“读者”
和“作者”本身附加了“读者大众”和“文化传统、文
化社群”；在“世界”和“读者”之间，增加了“D 读者对

象的确立（观感的历史差距、读者心理的组织、历史

关联）”；在此基础上，从“读者”到“作者”之间，采用

了“文化、历史、物质资源、民族性、心理特征、工业

进度、社会型范、文化因素、信仰 / 道德价值、意识形

态、美学理论、品位导向（马克思理论）、科学知识与

发展语言指意程式”，其中还增加了“起源论、决定

论”；从 C 到 B 之间，增加了“语言 E1 传达系统自主

论、语言策略的协商”；而在“作品”中也增加了“其

他作品、体系”和“E 作品自主论”[9]28。之所以做出这

样的调整，是因为叶维廉认为艾布拉姆斯“所提出

的四种理论：模拟论 （Mimetic Theory），表现论

（Expressive Theory），实用论（Pragmatic Theory）和美

感客体论 （Objective Theory）（因为是指‘作品自主

论’，故评为‘美感客体论’），是从西方批评系统演

绎出来的，其含义与美感领域与中国可能具有的

‘模拟论’，‘表现论’，‘实用论’及至今没能明确决

定有无的‘美感客体论’，有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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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美学的差距”[9]27。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

作是对于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所做努

力的某种批评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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